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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东北非

地区大多数国家

一样，摩洛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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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资本主义在摩洛哥 *

张玉友

20 世纪以来，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现

有文献较多关注“经济奇迹国”或“经济大国”的发展模式问题，但较少关注

以政治稳定为核心的小国发展模式研究。2010 年以来，中东北非地区相继爆

发了“阿拉伯之春”、苏丹军事政变、阿尔及利亚政权更迭等政治事件。可以

看出，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几乎都未能抵御大规模抗争政治的影响，阿拉伯君主

制国家却能一直保持着稳定的政局。作为非洲西北角的阿拉伯君主制国家，摩

洛哥自 1956 年独立至今一直维持着较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其发展模

式值得深入探讨。

自 1666 年起，来自谢里夫家族的阿拉维王室一直统治着摩洛哥，延续至

今。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面临持续的大饥荒和欧洲列强的侵略，摩洛哥

王室就通过调节经济政策，建立了“王室 - 经济精英 - 普通民众”的治理框

架来消减社会恐慌。独立后，摩洛哥王室仍然秉持着这一理念：经济政策调整

是消除内外威胁的重要工具之一。摩洛哥商业律师希沙姆·纳希里（Hicham 

Naciri）指出，21 世纪以来，摩洛哥代表了非洲大陆的一种新型发展模式，

即在缺少自然资源的背景下，通过建立强大的民营集团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

进步。鉴于此，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审视独立以来摩洛哥发展模式及

其背后逻辑。

联合国和西方学者均将发展定义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人类等各个领域

的可持续进步。笔者认为，在考察中东非洲地区的国家发展时，须重点将政权

稳定、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等三个因素同时纳入其中。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三

个问题：（1）摩洛哥发展模式的基础——国家资本主义是如何演变而来的？

（2）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物，国家冠军企业对促进摩洛哥发展有何积极作

用？（3）摩洛哥发展模式有何特点以及还存在哪些困难？

一、摩洛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成与演变

与中东北非地区大多数国家一样，摩洛哥也采用了基于政府干预的国家资

本主义模式（state capitalism），即国家通过资助部分企业来控制其生产方

式。[1] 从政商关系的发展历程看，摩洛哥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是寻租、任

人唯亲、庇护以及后来的“新世袭主义”。所以，摩洛哥国家资本主义又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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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种 发 展 模

式起源于摩洛哥

统治阶级——“马

赫赞”对社会各方

面控制的需要，尤

其是经济领域。

界称为“庇护资本主义”。这种发展模式起源于摩洛哥统治阶级——“马赫赞”

（Makhzen）对社会各方面控制的需要，尤其是经济领域。“马赫赞”对经

济领域的持续干预，辅之以“仲裁人”的治理模式，最终发展成了摩洛哥特色

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一）殖民时期（1912~1956 年）

18~19 世纪，“马赫赞”一方面控制着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商路，另一方

面准许部分与王室亲密的摩洛哥商人建立自己的品牌。1912 年，摩洛哥进入

殖民时期后，一些传统大家族继续在殖民经济体系下从事贸易与商业活动。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法国资本的大量涌入，摩洛哥商业迅速发展，经济

中心也从政治中心菲斯转向了欧洲人居多的沿海城市卡萨布兰卡，同时，菲斯

大家族也将商业阵地转移到了卡萨布兰卡。这一时期，菲斯家族积累了大量的

原始资本，他们开始支持反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运动，为独立后在政商关系中

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基础。

（二）国家构建阶段（1956~1972 年）

1956 年独立后，摩洛哥王室在政治上面临民族主义运动的威胁，在经济

上面临国家资本严重不足的问题。虽然摩洛哥资本在殖民时期非常活跃，但相

对外国资本，只占不到 5% 的份额。因此，独立初期，国王穆罕默德五世急

需创立完全由国家控制的经济体系，同时还需要培养一批忠诚于王室的政治和

经济精英。为促进经济发展，摩洛哥开始采取了一定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

即国家支持私营部门的发展。1959 年，摩洛哥设立了第一家国有银行——摩

洛哥外贸银行（Banque Marocaine pour le Commerce Extérieur），核

心功能是为摩洛哥私营企业的发展提供贷款；制定了促进民族企业发展的保护

主义税收政策；大力兴建服务于农业生产的大坝和灌溉系统，极大地促进了农

村地主阶级的发展。由此，摩洛哥王室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培育了位于农

村的农业资产阶级和位于城市的工业资产阶级（以纺织业为主）。

（三）摩洛哥化阶段（1973~1982 年）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两次未遂的军事政变使得国王哈桑二世决心加强对

国家经济的控制，这直接导致了 1973 年《摩洛哥化法》的启动。摩洛哥化措

施波及了 1500 家外国公司和 400000 公顷的土地，涉及矿产、铁路、农业、

银行等行业，目的是让摩洛哥资本接管外国企业和外国占有的摩洛哥土地。从

摩洛哥化之后的资本流向来看，一部分公司直接由哈桑二世或者王室控制，另

一部分是由与王室有亲密关系的新资产阶级所掌握，他们主要来自摩洛哥南部

的苏斯地区。因此，摩洛哥化行动是进一步加强国家资本主义的表现，王室可

以通过新建立起来的资本体系来干涉与控制国家经济事务。

1919 年由法国和荷兰建立的北非证券集团（Omnium Nord-Afric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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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ONA）在摩洛哥化过程中就完全由摩洛哥王室接管。在王室的控制下，

20 世纪 80 年代初，北非证券集团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张与并购，并在 1982

年形成了 COGESPAR-SIHAM-ONA 联盟，旗下共控股 85 家公司，涉及

行业包括矿业、汽车组装、食品工业、快消和金融等。1966 年成立的国家投

资集团（Société Nationale d’Investissement，简称 SNI）也是摩洛哥

化的重要举措。国家投资集团在摩洛哥化阶段通过收购外国公司股份继而再转

手出售给公众的形式，一方面重启了卡萨布兰卡证券交易所，另一方面也促进

了民间投资的发展。

1973~1982 年的摩洛哥化阶段，王室的根本目标在于建立一个可以服务

于国家的新企业家阶层，以减轻国家的投资义务。这一时期，摩洛哥经济精英

的地缘图景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方面，忠诚于哈桑二世的政治精英开始

涉足经济事务；另一方面摩洛哥南部苏斯地区的经济精英开始进入能源、旅游、

房地产等国家核心经济部门。

（四）经济开放阶段（1983 年至今）

在摩洛哥化政策的影响下，摩洛哥经济出现了回暖，GDP 从 1978 年的

130 亿美元上升到 1980 年的 210 亿美元，但这种极为短暂的回升无法弥补

因公共支出产生的大量债务。令摩洛哥经济雪上加霜的是，1979~1983 年间，

国际磷酸盐价格大幅度下跌，这导致摩洛哥“近乎破产”。[2]1983 年，经济

持续下滑和社会不满的增加，迫使国王哈桑二世放弃了摩洛哥化政策，并在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帮助下，开启了经济自由化和“去

摩洛哥化”运动，即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3] 从 1983 年开始，

摩洛哥进入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下的稳定化改革。从 1993 年到 2005

年，摩洛哥政府集中推进了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1989 年，摩洛哥正式推出

《私有化法案》（La Loi de Privatisation），1993 年第一家国有企业“糖

产品公司”（Socié té  des Dé rivé s du Sucre）进行私有化改革。[4] 此后私

有化开始扩展到基建、电信、农产品、银行和旅游等领域。[5] 私有化进程开启

20 世纪 80 年代在摩洛哥化政策的影响下，摩洛哥经济出现了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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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摩洛哥大私人资本（Grand Capital Privé）进入摩洛哥核心经济领域的大门，

共有 114 家公司参与私有化，其中最为成功的私有化案例是摩洛哥外贸银行

和国家投资集团。

从中东欧的私有化经验来看，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前就已掌权的精英是

私有化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同样，在摩洛哥，我们也能看到私有化使得已

经集中大量私人资本和大量物质或社会资源的精英群体受益。[6]1995 年，摩

洛哥外贸银行被摩洛哥商业大亨、来自贵族家庭的奥斯曼·本杰伦（Othman 

Benjelloun）收购。收购后，摩洛哥外贸银行被整合进了本杰伦的商业集团，

成为其商业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7] 同样，摩洛哥王室通过其控股的北非证券

集团收购了国家投资集团的 51% 股份。1996 年，该集团的营业额就达到了

4.32 亿美元，成为仅次于北非证券集团的第二大集团，同时还控制着工业、

金融、保险等行业的投资。

法国学者奥德·西尼奥勒认为：“私有化政策的实际结果与其说是国家的

退出，不如说是国家内部的重新部署。”[8] 这种重新部署既反映在国家权力干

涉的削弱上，也反映在其干预领域的增加上。国家将某些经济和社会职能“移

交”给私人行为者，这些行为者为国家获取效忠和间接控制人民提供了支持。

在摩洛哥，这种重新部署体现在摩洛哥王室通过私有化行动将更多的经济精英

纳入其政治经济网络。由此，摩洛哥私有化的结果是导致国家经济的再集中化，

培育了更多的商业家族。从这个角度看，私有化政策通过合作和排斥培育了谋

求利益的联盟。寻租的“铁律”[9] 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其维持和强化了国家资

本主义模式：商人 - 官僚体系。他们结成小集团，通过影响国家干预经济的

方式来寻求互惠互利。 

二、摩洛哥国家冠军企业的兴起、发展与作用

从 1983 年开启的去摩洛哥化运动和私有化政策，虽然在本质上是摩洛

哥化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延续，但其经济表现却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 世

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GDP 保持着 4%~6% 的稳固增长率，预算赤字从

1983 年的 12% 降到了 1993 年的 3%，出口也出现了大幅度上涨，到 1996

年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 7 亿美元。[10] 因此，正如史蒂文·海德曼（Steven 

Heydemann）所言，“在某些条件下，寻租、改革能力和改善经济表现之间

也可能存在正和关系”[11]。梅兰妮·卡米特（Melani Cammett）通过对摩洛

哥纺织业的研究表明，从改革的赢家或输家的角度来考虑私有化政策的社会政

治影响是多么的狭隘。[12]

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取得较好经济成就的背景下，1999 年继位的

穆罕默德六世却面临着三大困境：第一，私营企业不愿参与公共事业的投资；

第二，摩洛哥大型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欧美为主）；第三，社会发

展滞后。基于此，穆罕默德六世对国家资本主义模式进行了修正，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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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扶持原有的大型企业，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新型经济部门，其目的是培养

更多的行业龙头企业。因此，在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初期，摩洛哥开始推动国家

冠军企业的发展。

国家冠军企业（national champions）的概念最早出现在欧美国家。

1953 年，美国前国防部长查尔斯·文·威尔逊在谈到其任职过的美国通用公

司时说道：“对国家有益的政策也对通用汽车有益，反之亦然。”[13] 这一讲

话意味着国家与大企业可以建立牢固的联盟，前者为后者提供在国际竞争中所

需的一切特权性资源，如保护性税收制度，同时维持必要的干预权，而后者则

为拓展国家利益服务。这类企业还有丹麦的马士基、英国 BAE 系统公司、芬

兰的诺基亚、欧洲空客公司等；20 世纪 70 代以来，新兴国家也发展了大量

的国家冠军企业，如沙特阿美石油和韩国现代汽车等。全球化时代，国家间的

竞争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和军事竞争转向以科技和知识为主的竞赛，国家冠军企

业已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载体。

2004 年，摩洛哥的大众媒体开始出现了国家冠军企业的概念。这一年，

摩洛哥两大私有银行瓦法银行（Wafabank）和摩洛哥商业银行（Banque 

Commerciale du Bank）合并成阿提贾法里瓦法银行（Attijariwafa Bank，

简称 AWB）后，摩洛哥《经济学家报》（L’Economiste）报道称：“两家

银行的合并在摩洛哥创造了‘国家冠军企业’。”[14] 此后，一些大型企业也

开始使用该概念，据《青年非洲》杂志称，阿提贾法里瓦法银行前老板哈利德·乌

德基里（Khalid Oudghiri）是第一个使用国家冠军企业来彰显摩洛哥企业要

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一定地位的企业家。[15] 自 21 世纪初以来，摩洛哥各个行业

都出现了国家冠军企业，如房地产行业的阿道哈（Addoha）、电信行业的摩

洛哥电信（Maroc Telecome）、能源行业的阿克瓦集团（Akwa Group）等。

尽管摩洛哥官方从未公开提出发展国家冠军企业的战略，但自穆罕默德六

世继位后，其通过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变，事实上支持和发展了众多摩洛哥国

家冠军企业。据萨勒曼·马哈乌德（Selma Mahaoud）的研究，穆罕默德六

世的目的是为了通过扶持大型私有企业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人民福祉。[16]

与哈桑二世提倡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一样，穆罕默德也坚信这一战略。

由此可以看出，穆罕默德六世扶持国家冠军企业的背后逻辑在于：规模效应

有利于集中资源，而集中起来的资源有利于控制和利用。作为国家经济政策

调整的产物，摩洛哥国家冠军企业对促进摩洛哥发展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五个

方面：

第一，促进就业。根据摩洛哥高等规划署（HCP）2015 年的调查报告显示，

在创造就业方面，摩洛哥私营企业（包括非正规经济）占比达到 91.7%，剩

下的皆由公共部门创造。从具体行业来看，主要集中在农牧业、高新技术、外企、

航天航空和汽车制造业等，其在 2014~2015 年共创造了 103000 个工作岗位，

占总数的40%。从具体企业来看，2015年，三大国家冠军企业皇家磷酸盐集团、

阿提贾法里瓦法银行和摩洛哥电信招收的工作人员分别达 20700、17223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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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94，成为摩洛哥就业市场的主要贡献者。[17]

第二，提升国民生产总值。尽管摩洛哥的大多数生产组织都是中小企业

和微型企业，其增值占比也能达到 20% 左右，但国家冠军企业仍然是摩洛哥

GDP的主要贡献者。如2013年，皇家磷酸盐集团对GDP的贡献率达到4.3%。

2015 年，国家投资集团营业额达到 334 亿迪拉姆，占当年 GDP 的 1.5%。

第三，贡献税收。摩洛哥国家冠军企业也是政府财务收入的主要来源。根

据《经济学家》报道，2015 年摩洛哥前 100 强企业缴纳的税款达 244 亿迪拉姆，

占比达 37%。2013 年，前 10 企业占企业所得税的比率达 26%。[18] 根据摩

洛哥咨询公司 Inforisk 报告显示，摩洛哥电信、皇家磷酸盐集团、摩洛哥烟草

公司和以阿提贾法里瓦法银行为首的银行常年排在前列。[19]

第四，丰富投资结构。罗伊·哈罗德和埃弗塞·多马在其经典的“哈罗德 -

多马”模型中提出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哈罗德认为投资不仅可以刺激总需求，而且可以提高生产能力。摩洛哥高等规

划署在评估投资对摩洛哥经济增长时也认为：“一家大公司的投资行为会通过

模仿与学习效应（外部效应）使其他公司受益。因此，投资对经济增长有双重

作用：提高生产率和提升外部效应。”尽管目前摩洛哥的政府投资和外国投资

占较大比重，但民营资本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尤其是以皇家磷酸盐集团、摩洛

哥电信、国家投资集团和阿道哈等为主的国家冠军企业。

第五，服务于王室的外交战略。非洲已经成为摩洛哥冠军企业跨国经营

的核心目的地。近年来，大众媒体对摩洛哥王室在非洲大陆访问的报道时，

总会提及摩洛哥大型企业高管陪同王室会见政府官员，并在访问结束前签立

各种双边协议和伙伴协定。例如法国《世界报》在报道摩洛哥王室一次东非

之行时称：“摩洛哥资本开启了非洲之旅。”[20] 摩洛哥智库阿马杜斯总裁法西·菲

赫里（Fassi Fihiri）指出，大多数有国际规模的摩洛哥公司都在非洲拥有业

务。这些摩洛哥企业既包括公共企业，也包括大量的民营企业，集中在工业、

电信、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国家冠军企业，如阿提贾

法里瓦法银行、摩洛哥外贸银行、皇家磷酸盐集团、摩洛哥电信、马纳格姆

摩洛哥国家冠军企业大大推动了摩洛哥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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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等（见下表）。

表 1　摩洛哥主要国家冠军企业的经济表现

注：1. 2018 年，国家投资集团改名为“Al Mada”；2. 在非洲活跃的公司，除表中所列外，
还有瓦法保险（Wafa Assurance）和库泊医药（Cooper Pharma）；3. 数据来源：笔者综合了《青
年非洲》、《求是》（Telquel）和 Selma Mahaoud, Les Champions Nationaux: L’équation 
du développement au Maroc, Casablanca: En toutes lettres, 2018 等数据制作而成。

企业名

2016 年
营业额（单
位：百万迪

拉姆）

税收贡献
（单位：

百万
迪拉姆）

投资贡献 在非洲的存在

皇家磷酸盐
集团

42471.000 1673.000
2008~2025 年计划投
资 1990 亿迪拉姆

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加纳、
贝宁、赞比亚、坦桑尼亚、

肯尼亚、喀麦隆、
埃塞俄比亚

摩洛哥
电信

35252.000 3221.000
2016 年，投资 93 亿

迪拉姆

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
科特迪瓦、布基纳法索、
多哥、贝宁、加蓬、中非、

莫桑比克

阿提贾法里
瓦法银行

19673.327 2934.078

2014 年和 2015 年分
别向中小企业投资了
107 亿迪拉姆和 127

亿迪拉姆

埃及、尼日尔、突尼斯、
马里、毛里塔尼亚、塞内
加尔、科特迪瓦、布基纳
法索、多哥、加蓬、刚果、

卢旺达、喀麦隆

摩洛哥外贸
银行（非洲）

12990.015 1123.564

尼日尔、马里、塞内加尔、
加纳、多哥、刚果、布隆迪、
卢旺达、马达加斯加、贝宁、
赞比亚、坦桑尼亚、肯尼亚、

吉布提、埃塞俄比亚

人民中央
银行

—— —— ——

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
塞内加尔、几内亚、科特
迪瓦、布基纳法索、多哥、
贝宁、中非、莫桑比克

萨哈姆
（Saham）

—— —— ——

尼日尔、马里、塞内加尔、
几内亚、科特迪瓦、布基
纳法索、加纳、多哥、贝
宁、尼日利亚、加蓬、刚果、
安哥拉、卢旺达、马达加
斯加、肯尼亚、喀麦隆

国家投资
集团

33496.300 683.300 投资由子公司完成 ——

联盟房地
产公司

（Alliance）
—— —— —— 刚果、喀麦隆

阿道哈房地
产公司

7116.230 341.001
2016 年，投资了
42.2 亿迪拉姆

乍得、塞内加尔、
科特迪瓦、刚果

叶纳控股
集团

（Ynna）
—— —— —— 埃及、突尼斯

马纳格姆矿
业公司

—— ——
作为 SNI 子公司，其
2015 年投资流量达
11.1 亿迪拉姆

苏丹、布基纳法索、赤道
几内亚、加蓬、刚果、埃

塞俄比亚

国王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后在外交政策上的重要转变是提出非洲战略。这一

战略包括：其一，加强南南合作，促进非洲发展，加强非洲认同；其二，抓住

非洲发展机遇，促进摩洛哥经济发展；其三，寻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对摩洛

哥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支持——这也是摩洛哥非洲战略的最重要政治动机。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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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六

世治下的摩洛哥

能平稳地发展 20

年，与其君主制

政体的弹性策略

有关。

过动员国家冠军企业介入王室非洲战略，2018 年，摩洛哥已成为非洲本土最

大的投资国。过去 10 年摩洛哥的金融机构通过各种收购，使其足迹遍布撒哈

拉以南非洲，摩洛哥 85% 的外商直接投资（FDI）都流向了非洲。 

三、摩洛哥发展模式的启示与前景

国家干预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摩洛哥发展模式两大核心要素。在摩洛哥

语境下，国家更多的是指代以国王代表的王室集团。虽然摩洛哥是君主立宪制

国家，2012 年修订后的《宪法》也限制了国王的诸多权力，但由于国王具有

教权（“信士的长官”）和王权（阿拉维王朝的合法继承人）的双重身份，其

在国民中仍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法理上的制度限制难以逾越神圣权力。

此外，摩洛哥国王在治国上秉持的是“离岸式”的治理模式，即国王充当国家

的“仲裁人”，允许社会各种力量、思潮和制度的出现，当社会中出现不利于

国家稳定和王权安全的现象时，国王才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权力来解决。

从这一逻辑出发，在发展模式上，国王哈桑二世在独立后就选择了受西方

国家认可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同时通过特权阶层充分干预经济活动，集中国

家有限资源发展经济。进入 21 世纪，随着国际资本的涌入和全球化的深入，

穆罕默德六世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扩大化，采取了限制性的自由化改革，创造

了大量国家冠军企业来管理国家经济。

从横向来看，穆罕默德六世时期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要远远成功于 20 世

纪 70 年代哈桑二世的政策；从纵向来看，埃及、突尼斯、叙利亚、伊朗等中

东国家都曾制定过以国家干预为主的限制性市场经济，但多数都以失败告终。

从上述国家的经验来看，国家资本主义一般会导致两种结果：第一，私营部门

的发展被忽视；第二，核心资源由中央政府牢牢掌控，难以在社会中更广泛地

流动。其政治后果是统治阶层与社会大众间会出现持续性的紧张关系，继而危

及政权生存。20 世纪 70 年代初摩洛哥连续遭受军事政变，1979 年伊朗爆发

伊斯兰革命，2011 年埃及、突尼斯和叙利亚都在“阿拉伯之春”中发生了政

权更迭，这些均是国家资本主义破产的鲜活案例。

穆罕默德六世治下的摩洛哥能平稳地发展 20 年，与其君主制政体的弹性

策略有关。笔者在考察摩洛哥国家与社会关系后发现，摩洛哥存在一种哈贝马

斯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即介于私人领域和国家领域之间的弹性公共空间，它能

缓解国家权力干涉私有事务带来的紧张形势及负面效应。[21] 摩洛哥公民社会

的发展始于独立初期左翼势力领导的民主化运动，其后扩大到工会、女权、人

权、柏柏尔文化运动等领域。哈桑二世时期，公民社会的运作皆由持激进主义

思想的政党组织领导，其与王室之间的关系以紧张为主。进入新世纪后，为了

表现与过去“一笔勾销”，穆罕默德六世相继设立了解决人权问题的平等与和

解委员会、回应女权运动的《家庭法》改革和发展经济的深化私有化政策等，

这些政策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公民社会的不合理发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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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动摇君主政体的稳定性，如 21 世纪初的伊斯兰激进主义以公民社会的基本

组织形态为基础，给摩洛哥王室制造了诸多麻烦。对此，穆罕默德六世采取了

笼络、平衡与政治威逼的综合性策略，将公民社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维持在可

控范围内。

在王室深入参与公民社会构建的背景下，摩洛哥的公民社会被分成了三个

部分：体制内的各类协会、体制外但支持王室的非政府组织，以及体制外的中

立非政府组织，它们都通过社会运动的形式向政府部门提出诉求。据统计，摩

洛哥现有各类公民社会组织达 116836 个。[22] 众多的公民社会组织创造了自

由的社会环境，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弊端。例如，摩洛哥

企业家联合会曾在调解国家与企业间的关系上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摩洛哥强

大的工会组织也能发挥监督国家冠军企业腐败的作用。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和

国家冠军企业的发展模式须加上强大的公民社会，方能获得持久的发展。

摩洛哥发展模式基本上解决了发展中的政局稳定和经济平稳增长的双重

目标，但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却远远未达到目标。从 2001 年至 2017 年，

摩洛哥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两极分化的状况：宏观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严重不

匹配，具体体现在 GDP 的增长率不足以解决摩洛哥一直存在的失业问题。

2012~2017 年，青年人平均失业率达到 19% 以上，[23] 根据摩洛哥高等规划

署统计，2017 年城市青年人失业率高达 42.8%。[24] 此外，现有发展模式也未

能充分解决社会不平等与贫穷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乡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

导致上述现象的直接原因有：第一，经济增长不足，创造就业岗位能力

还有待加强；第二，在青年人口占人口比例较大的情况下，缺乏职业培训，

技能不足以满足工作所需；第三，法律不完善，大量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得不

到保障。[25] 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增长的活力不够。长期以来，摩

洛哥存在着一种经济悖论：从 2011 年以来，摩洛哥创造了大量国家冠军企业，

外国投资额也大幅增长，但投入社会的资本仍以政府投资为主，私有部门活

力显然不够。

大量经济学研究表明，私营企业的发展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虽

然相较于哈桑二世时期，穆罕默德六世时期的私营部门的确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尤其是在执政初期以及 2011 年“阿拉伯之春”后的四年内。但是，随

着“和平时期”的到来，已经在私有化改革中充分获得利益的私营群体对于社

会再分配的需求降低，深化改革的阻力势必将会增加。因此，对摩洛哥来说，

国家冠军企业纵然是财政收入以及公共与私营投资的关键贡献者，然而，摩洛

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规模如此之大，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摩洛哥在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基础上，下一步

的发展无论是在改善商业环境、加强对教育和基础实施的投入，还是更好地提

升企业的竞争环境，平衡国家冠军企业与私营企业，以解决日渐复杂的社会问

题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责任编辑：王儒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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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cio-historical Basis of State-building of the Modern United 

State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and socio-historical dynamics 

of American state-building in the modern era, this article 

synthesizes the essentials of previous scholarships in relevant 

fields and proposes a broad conceptual schema that consist of 

“welfare state”, “national security state”, “managerial state”, and 

“associational state”, which respectively reveal major aspects 

and idiosyncras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dditionally, it discusses 

the ways in which the growth of organizational and associational 

power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was contributing to the state-

building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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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 Capitalism in Morocco

The core foundation of Morocco’s development model is 

the combination of state intervention and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After liberalization reforms in the 1980s, with 

Morocco’s state capitalism maturing, the direct product of which 

was the emergence of a large number of national champions. 

National champions have played a huge positive role in boosting 

employment, increasing GDP, contributing tax revenues, and 

enriching the investment structure. However, social problems 

such as inequality, poverty, and education are the key factors 

restri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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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ts Enlightenment

Ethnopolitic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nation-

building process since the impact of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 Yet it is easy to overlook the dynamics and complexity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by overemphasizing ethnic differences 

inside China. The identity change of Long Yun, who belongs to 

the Yi group and ruled Yunnan province for 18 years, reveals the 

conflicts between frontier governance and modern ethnopolitics. 

His reflection on the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project remains 

significant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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